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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特征与效应＊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钟学进ａ，张一帆ｂ

（南宁师范大学ａ．旅游与文化学院；ｂ．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１１００）

摘　要：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建立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借鉴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粤港澳
大湾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揭示其耦合协调发
展特征与效应，得出结论：（１）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发展良好，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不高。双系统的协同发展存在边际效益减弱，协调程度降低，速度放缓的现象；（２）粤港澳大湾区双系统耦
合协调处于初步发展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提升对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未完全释
放出来；（３）粤港澳大湾区双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核心与边缘的特征，空间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明显，正在
经历从单一向多中心发展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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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中国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
中山市、东莞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组成的“国家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级别”世界城市群。从提出至
今，粤港澳大湾区连续几年被写入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推进大工程。交
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及服务性的作用。粤港澳
大湾区定位于“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资源，旅游经济高质量发
展潜力巨大。交通基础设施是关乎旅游发展质量的先决和必备条件，旅游经济呈现高质量发展后又会
反作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大多围绕与区域经济发展［１］、消除贫困［２］、发展旅游业［３］等领域展开。

部分学者提出经济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 Ｕ型［４］。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
研究，主要涉及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配置效率［５］、旅游交通与客源空间结构［６］以及与旅游经济的空间
联系［７］；２０２０年《中国旅游白皮书》等相关报告指出：旅游经济正从全面复苏走向高质量发展。目前学
界应用双重差分模型［８］、旅游资源转换效率［９］等方法对具体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鲜有融
合经济、地理等学科前沿方法的测量体系、评价方法研究成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系为相互联系且制约的共生系统［１０］，高质量耦合可以促进两者可持续发展［１１］，增强互动
效应［１２］。
综上所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动态平衡的耦合协调关系。然而针对粤港

澳大湾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关系研究相较薄弱，实证研究案
例较少，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分析亟待深入。基于此，借鉴和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考虑特殊
区域实际情况，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内１１个区市，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指
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综合评价函数，探究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变化特征及其产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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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机理

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政策与公共服务优化，对支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权威性的保障作用［１３］。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前沿，相关制度及顶层设计深度考虑了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
市的发展现状、辐射效应以及国际合作等。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充分享受了区域政策的红利。在政策加持下，大批涉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立体交通项目、跨行政区核心节
点联通项目得以立项建设，区域间的旅游交流活动、特色展会、文旅推介会等能够快速开展，加速推进了
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与协调。但粤港澳大湾区受到内部原
有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特别行政区、直辖市、省会城市与普通地级市共存而产生的行政分割与利益牵扯，
加之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推进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的深度合作仍面临重重阻碍。同时，初始
制度与政策设定存在“报酬递增”和强化特性，权力集中到一定程度后，易导致后续改革创新形成历史路
径依赖［１４］，过于强大的行政控制力会限制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引发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市
场主体活力减弱、双系统耦合协调增长放缓、高质量发展速度减缓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前，粤港澳大
湾区尚处战略政策前期的影响效应下，本研究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特征
与效应，是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带来的正面效应。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多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宜游，包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面向东南亚，开放程
度较高，在海内外都具一定吸引力。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早，有民航、铁路、公路、水运交
通支撑，共有８座机场，其中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一，交通基础设施辐射效应明显。作为国
家对外开放的“领头羊”，旅游业是其开放的先行领域，示范带动作用明显。

表１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指标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交通基础
设施系统

交通通达能力 总通车里程／ｋｍ　 ０．３０３９ 正向

交通运输能力

陆路客运量／万人次 ０．２１８０ 正向

水路客运量／万人次 ０．２５１１ 正向

民航客运量／万人次 ０．４７８１ 正向

表２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系统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旅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

有效性 旅游收益
旅游业总收入／亿元
过夜游客总数／万人次

０．１１９５
０．１０８６

正向
正向

协调性
旅游可
持续发展

旅游总收入占
第三产业ＧＤＰ比重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ＧＤＰ比重

０．０９４９
正向

正向

持续性 旅游专业化
３Ａ级以上景区数量／个
星级酒店数量／个
旅游总收入／生产总值

０．１９８１
０．１５０３
０．０８６４

正向
正向
正向

分享性 发展成果共享 区域经济水平比 ０．１０４５ 负向

２．２ 指标选取

交通基础设施指标体系

的构建选取公路通车里程、
旅客运输总量、陆路客运量、
水路客运量、民航客运量来
表示交通通达能力和运输能

力。有关旅游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标研究较少，参考马茹
（２０１９）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１５］，结合最新学术研
究成果，考虑到粤港澳大湾
区特殊性和旅游经济相关

性，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体系的判断标准分为４个维
度：有效性、分享性、协调性、
持续性。有效性主要采用旅
游收益来衡量，分享性体现
了发展成果的区域共享，协调性则是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持续性测量的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
指标选取过程中，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类指标，并遵循简洁性、通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交通基础设施系统
包括４项指标（见表１），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包括８项指标（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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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专业化为各市、特别行政区的旅游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等于
各市、特别行政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值；区域水平比是指各市、特别行政区的生产总值与粤港澳
大湾区整体生产总值之比。

２．３ 研究方法

借鉴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模型，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耦合
模型。为消除指标测量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对所有指标进行了无量纲处理。算式：

ｕ＇ｉｊ＝
ｘｉｊ－ｘｊｍｉｎ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ｕ＇ｉｊ 为正向指标（ ） （１）

ｕ＇ｉｊ＝
ｘｊｍａｘ－ｘｉｊ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ｕ＇ｉｊ 为负向指标（ ） （２）

式中：ｕ＇ｉｊ 为第ｉ个系统的第ｊ个指标的功效大小；ｘｊｍａｘ和ｘｊｍｉｎ分别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系统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此利用线性加权法

对其各自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表达式为：

Ｕｉ＝∑ｗｉｊｕ＇ｉｊ （３）

式中：Ｕｉ 表示第ｉ年的综合评价值；ｗｉｊ 为指标权重，各指标权重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获得。
由此构建两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

Ｃ＝２×
Ｕ１·Ｕ２
Ｕ１＋Ｕ２（ ）２［ ］

１
２

（４）

式中：Ｃ 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度；Ｕ１ 为交通基础设施的综合评价指
数，Ｕ２ 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但此模型的缺点是难以反映两个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当两者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同样可得到两个

系统协调度较高的结果，因此，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构造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
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模型，以判断协调发展程度，即：

Ｔ＝αｕ１＋βｕ２

Ｄ　ｘ，ｙ（ ）＝ Ｃ×槡 Ｔ，
（５）

表３ 发展耦合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
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
等级
耦合协
调评价

０～０．０９　 １ 极度失调

０．１０～０．１９　 ２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０．２９　 ３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０．３９　 ４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０．４９　 ５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０．５９　 ６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０．６９　 ７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０．７９　 ８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０．８９　 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０～１．００　 １０ 优质协调

式中，Ｄ 为耦合协调度；Ｃ为耦合度；Ｔ 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协调指数，ｕ１、ｕ２ 分别为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高质
量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演变
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演变过程不单独受旅游
经济高质量发展因素影响，由此引用叶茂学者（２０１７）研究成果［１６］对交
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分别赋值为０．４、０．６。
结合研究数值本身大小，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

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Ｄ 等级进行划分，见表３。

２．４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广东统计
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以及香港统计署和澳门统计署网站，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标准统一性，将高速
公路和普通公路定义且合计为公路通车里程，另指出２０１８年广州、深圳剔除了已市政化、地方发展被占
用或废弃的农村公路，导致“公里里程”等数据同比降幅明显。由于港澳不使用Ａ级景区评价体系，本
文选择香港旅业网和澳门旅游局网站上提供的必游景点和内地主流的携程网、同程网与美团网所提供
的热门景点作为３Ａ级景区。为便于对比，笔者结合实际情况与统计数据定义的理解分析，明确和统计
香港的第二、第三产业ＧＤＰ。因港澳采用的计量单位区别于内地，按当年平均汇率将其换算成人民币，
且文章涉及货币的计算都以２０１４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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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指标分析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得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各项指标（式（１）～
（３））的权重（见前面的表１和表２）。
民航客运量（０．４７８１）、总通车里程（０．３０３９）；粤港澳大湾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中所占权重较高的

有３Ａ级景区数量（０．１９８１）、星级酒店数（０．１５０３）、产业高级化比值（０．１３７６），反而旅游总收入（０．１１９５）
排第四位，作用效果不够突出。一方面，旅游经济高质量更注重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而不是单一生产
总值的飙升。３Ａ级景区数量、星级酒店数量作为旅游业重要的资源和服务载体，在高质量发展中影响
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的相关性较为显著，交通通达
能力和运输能力对于两两系统的协调有重要影响作用，水路客运量在很多城市的交通作用和地位日趋
降低，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权重（０．２５１１）却较高，说明在珠江三角洲和东南优良海港一带的城市群水运发
展有较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民航客运量实际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旅客运输总量中占比较低，但作为对
外开放区的中远途主要到达方式，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区域的旅游行为和交通互联互通都有重要作
用，在２０１８年粤港澳城市群航空运输规模已位于全球湾区机场群之首，所以经过客观赋权值仍较高。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ＧＤＰ之比（产业高级化）是旅游业发展的验证，因此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产
业结构高级化、可持续发展也对交通基础设施系统的扩散和两者耦合协调发挥重要作用。

３．２ 发展趋势特征

由双系统耦合指数Ｃ可知，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之间的关联程
度高，说明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高质量发展两系统有着相互影响且作用的密切关系，
要发展高质量的旅游经济必须要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新、完善和提升，形成良性的“双循环”。
由双系统协调指数Ｔ可知，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拥有较发达的交通基础，旅游发展和开放历史也较

早，但两者的协调程度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上都不高，形成“分则高，合而弱”的局面。两者之间的协调
效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暂时无法达到协调作用下的效益扩散和最大化，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两个系
统的发展。

表４ 粤港澳大湾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指数／Ｄ
年份 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惠州 江门 肇庆

２０１４　 ０．７６７１　 ０．６４９８　 ０．５５４８　 ０．５４４３　 ０．７００１　 ０．６４５８　 ０．６８２３　 ０．６３４３　 ０．５４８２　 ０．７１１８　 ０．６４７７
２０１５　 ０．７３９４　 ０．６２４６　 ０．６３３７　 ０．６４９９　 ０．７２２４　 ０．６６９０　 ０．６７４６　 ０．６７０４　 ０．７１０１　 ０．６８９６　 ０．７０６０
２０１６　 ０．７０１２　 ０．６２６０　 ０．７７１４　 ０．６５３８　 ０．７３７７　 ０．７１１９　 ０．７０１４　 ０．７２６４　 ０．７０７０　 ０．６８８６　 ０．７４９９
２０１７　 ０．７３２０　 ０．７６６４　 ０．７８３８　 ０．６９７８　 ０．８１７４　 ０．７７７５　 ０．７８０２　 ０．７３６０　 ０．７５７９　 ０．７６７３　 ０．７５４８
２０１８　 ０．８０３９　 ０．８９１５　 ０．８１７０　 ０．７４４４　 ０．９８１５　 ０．８０７４　 ０．７６６１　 ０．７８５７　 ０．８４４０　 ０．７６１７　 ０．７４７８
２０１９　 ０．７４４１　 ０．９０８６　 ０．８５６５　 ０．８４７８　 ０．９２３９　 ０．９３９６　 ０．７９８１　 ０．８２６４　 ０．８８５３　 ０．７３９８　 ０．７８２２
２０２０　 ０．５５５０　 ０．６０９２　 ０．６６９５　 ０．６７１０　 ０．６０１７　 ０．７１１５　 ０．６１７２　 ０．５１４５　 ０．６２２０　 ０．４８９４　 ０．６８２１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１１个区市综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图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
各区、市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交
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

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表

４）进行图示化（图１），发现
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
湾区的双系统耦合协调度

总体呈上升态势（因２０２０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爆发导致的下降是特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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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致），伴随交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和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对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具
有明显作用，反映了快速交通对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成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粤港澳三地由国家牵头签订一系列合作协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系统
对政策的灵敏性和前瞻性使其开始进行试探性建设投资，双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一定幅度增长。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是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提出并实施的开局阶段，在政策的春风下，大量有利于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项目敲定和文件下达，助推双系统耦合协调的增长提速。这是制度和
政策实施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双系统耦合协调度产生时段间隔差距的根本原因。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

也明显发现各区、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存在差异性、稳定性并不一致。其中，

珠海、澳门波动性最大，呈现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趋势，东莞、深圳、惠州和佛山较为稳定且基本呈增长趋
势；其他区、市的波动性处于中等水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仍
处于急需统一管理与协调的初步发展时期，部分区市的发展现实与趋势不符合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
展要求，不利于进一步转型和升级。说明凭借自身基础并不能解决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
展关系的不良问题，而是要通过更多的政策、手段来使两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达到最优。

３．３ 发展效应

利用表３和表４对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类统计，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
调类型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濒临失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江门

勉强协调
广 州、深
圳、惠州 　　无 　　无 　　 中山 　东莞

香港、
江门、东莞

香港、东莞

初级协调

澳 门、中
山、东莞、
佛 山、
肇庆

澳 门、广
州、深圳、
中 山、东
莞、佛山、
江门

澳 门、深
圳、江门

香港、澳门、深
圳、珠 海、佛
山、东 莞、惠
州、肇庆

中 山、江
门、肇庆

中山

澳门、广州、
深圳、珠海、
中山 惠 州、
肇庆

中级协调
香 港、珠
海、江门

香 港、珠
海、肇庆、
惠州

香 港、广
州、珠海、
佛 山、中
山、东莞、
惠 州、
肇庆

香港、澳门、广
州、佛山、中山
东莞、惠州、江
门、肇庆

深 圳、佛
山、中 山、
东 莞、江
门、肇庆

香港、珠海、
中山、惠州、
江门、肇庆

佛山

良好协调 　　无 　　无 珠海
香 港、澳
门、广 州、
佛山、惠州

广州、深圳、
东莞、佛 山
惠州

　　无

优质协调 无 无 无 无 珠海
澳门、珠海、
佛山 　　无

　　２０１４年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达到低级协调，

其中香港的耦合协调度值最高（０．７６７１）也仅为中级耦合协调。从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

和实施过程中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和程度不断提升，到２０１９年所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都达到中

级甚至出现优质协调；然而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２０１９年香港

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第一梯队跌落，与不稳定的社会局面，旅游地居民的排斥心理有一定联系，并产生

了不良影响。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致使旅游业一度停摆，所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降幅明显甚至出现濒临失

调状态，说明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不同体制、对外政策，以及

区域社会环境稳定性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从而降低发展质量和水平。

采用ＧＩＳ绘制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的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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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用不同色调表现不同数值，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其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的发

展特征。

（１）核心与边缘特征显著。珠江入海口的深圳、香港一带为明显的核心区，经济与交通基础好且发

展质量较高，耦合协调度优于边缘地带，且对于周边的辐射效应强，形成了核心圈，并在广州、珠海、澳

门、中山、东莞、佛山扩散形成副中心区域；江门、肇庆、惠州为外围区域。到２０１９年江门、肇庆所在的外

围区域变成整体耦合协调度最低的区域，而广州、珠海、澳门、中山、佛山的中心性明显且不断增强，极化

效应在２０１９年愈发明显，且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差异圈层。进一步说明粤港澳城市群的发展不均

衡，存在发展差异并造成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差异的扩大，其他边缘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２）空间扩散效应特征显著且发展大于极化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各地发展速度的不一致，产生

城市群生长阶段不同步的问题。２０１４年边缘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在区域整体水平较低，但经过７年的粤港澳协同发展与互联互通，区域的整体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所提升，尤其是肇庆、江门、惠州一带的外围区域进步显著。体现为粤港

澳大湾区核心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作用释放出的效应扩散，带动和影响边缘甚

至是促进区域整体的提升。其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呈分散态势，从单一中心向

多中心发展过渡。在２０２０年，珠海、澳门等旅游主导型城市遭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交通基础设施与旅

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肇庆、惠州一带的边缘发展薄弱城市。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要达到高质量发展，在疫情常态化下更要提升抗风险能力。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图

５ 结论与建议

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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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型方法，揭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１１个区市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

合协调发展特征与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从指标权重和综合评价函数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路和航空客运发展速度快，作为区域禀赋和特

色，对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且潜力巨大；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

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两系统是密切关系、相互影响作用的有机统一体，但因处于区域

划定初期，对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出现了边际效益减弱、协调程度降低、发展速度放缓的现象。

从发展趋势特征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整体耦合协调

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影响致使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受到非常规抑制，

下降显著。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初步发展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完善和提升，对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尚未完全释放出来。

从发展效应与耦合协调特征演变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协

调发展的区域核心与边缘特征显著，空间扩散效应特征显著且发展大于极化效应，以广州、深圳为中心

的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江门、肇庆的外围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发展不均衡，从核

心向外辐射效应“强－弱”的不同圈层；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高质量正从单一中心向多中

心发展过渡，在高质量旅游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协作空间，其他边缘城

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有待提升。

根据以上结论，就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和协调，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１）凝聚大湾区共同体意识，共融国家发展大局。交通基础设施的通畅和可持续，旅游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都离不开稳定、和谐、开放的社会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各主体可创新合作交流方式，创建国家级

文旅产业平台，支持各地文化企业和协会互动交流，畅通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创

意基地、文旅产业促进会、文旅产业联盟等。集合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提供更多

的教育、学术研讨交流机会。增强区市“９＋２”的发展是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而又发挥自身特色的

思想意识，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绿色宜居”的发展目标指引下，开展粤港澳大湾区

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疫情联防联控的协作。在宪法、基本法的框架下探索粤港澳旅游交通合作条例，对

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统一规划、管理，明确单位职责和义务、

粤港澳工作人员编制、减少行政阻力等。在后疫情时代，建立跨区域卫生安全事故应急熔断机制，建立

旅游风险的预测、监控、评估、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对旅游突发事件协调和处理，保障重大旅游活动

安全。在多个领域凝聚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共识，确保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２）打造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底座”，创新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早期交通基础设

施的运行和维护水平相对较低，部分重点干线已不能适应综合交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设

立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专项项目，将云计算、大数据、ＡＩ、物联网、５Ｇ这些新型基础设施

应用于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改造、扩建和新建布局，加快三地政府的协商和支持，引入第三方工程项目

评估和监督机构，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智能交通技术中心”，统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智能技术管

理，统一技术标准和方法。通过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其智能信息处理和决策参考作用，根据科学

定位和规划目标明确区内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交通功能，核心、节点、过渡和边缘区域间相互协

调，避免发展定位重合和冲突。

（３）实现“一小时旅游圈”，构筑旅游交通融合精品。打造海陆空并举、通关便利的多式联运立体交

通网络，推进铁路、公路、港口、航空的对接，满足旅客快速便捷、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提升粤港澳大湾区

旅游市场的出行体验。在综合考虑各地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下，结合资源禀赋情况，将旅

游服务纳入交通线路设计和交通基础设施配套考虑范围，将旅游精品路线和景点可达性纳入交通基础

设施的投资和建设规划内容，开通特定路线旅游大巴、旅游专列、码头等；为方便旅游行为和内部流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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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在火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点、城际轨道站、汽车站等大型交通站点，设立多币种购票点，以及信用

卡、借记卡快速绑定支持移动便捷支付的服务点；统一粤港澳大湾区公共交通出行卡的使用，实现粤港

澳大湾区轨道公交一卡通；统一粤港澳邮轮、帆船等水上交通旅游营业资格审核标准，简化及放宽交通

工具、旅客出入境手续，探索三地通行的自驾游营运车牌，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更多旅游

服务功能，实现旅游交通一体化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景点，配套一体化和多样化的交通基础设

施，增强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

（４）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域旅游”品牌，共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协同制定旅游市场管理政

策，简化内地与港澳流动旅游工作人员的出入境手续；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

展”专项基金，对粤港澳居民的旅游创业和就业活动搭建平台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旅游贸易

的金融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简化跨制度区行政手续。大力打造全域旅游，深挖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市

场，在考量内部各地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周边竞争力等实际情况，合理规划设计旅游精品路线。进行精

确定位和差异化经营，香港－澳门－珠海－中山－广州可根据交通的便利，根据历史文化和娱乐资源开展文

化遗产旅游和家庭度假旅游，江门、肇庆、惠州可利用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

协作，联合东莞、佛山打造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广深、港澳作为核心区域，可结合自身在高水平开放化、

国际化、现代化和人文化等方面优势，打造美食、夜景和体育赛事旅游品牌，增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文旅

竞争力和影响力，发挥核心城市的向外扩散功能。处于粤港澳大湾区边缘地带，并且交通基础设施与旅

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的惠州、东莞、肇庆市，更要积极加强自身在旅游接待设施、新业

态培育等方面的质量转型与升级，同时积极主动地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做好客源的引流及接

待工作。香港－深圳－惠州通过开发海上旅游航线，建设滨海旅游休闲度假中心；肇庆、惠州通过联手广

州，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康养旅游休闲度假区，提升旅游体验性与产品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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